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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法工作                

■ 张 松 徐 立

[ 摘 要 ] 政法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承担着巩固和保障新生人民政权的职能。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属的政治法律委员会是新中国政法工作的实际领导与执行机构，协助政务院指导和联

系政法部门，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步入正轨。从政治法律委员会的职权设定到具体运行等诸多方面，周

恩来都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精力，推动了政法队伍的革命化和政法工作的规范化，体现了坚持党管政法、坚

持人民政法、重视政法人才培养、重视政法制度建设、联系实际立法等鲜明特征，为新中国政法工作的有

序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关键词 ] 周恩来；政治法律委员会；政法队伍；政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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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百 废 待

兴。巩固新生政权，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稳定

社会秩序，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政务

院下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位居其一，

负有指导和联系各政法机关之职责，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政法工作的实际领导者。1949 年 10

月 21 日，政治法律委员会正式成立，至 1954

年撤销。［1］ 此后，国务院先后设立第一办公

室（1954.11—1959.6）、 国 务 院 政 法 办 公 室

（1959.6—1960.12），协助总理指导政法工作。［2］

从政治法律委员会成立至撤销的五年时间

里，周恩来悉心指导其各项工作，指导创设了

一系列工作制度和法律规范，使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政法工作得以有序开展。本文从政治法律

委员会的成立、政法队伍的革命化、政法工作

的规范化等方面，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

对政法工作的指导以及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

一、周恩来与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人民政权的一个重要

［1］ 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一（上），中

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6 页。　

［2］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一（上），第

148、152 页。　

任务便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

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

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3］。如何将这些

工作统一协调起来，是中央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政治法律委员会应时而生。

1949 年 9 月 7 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

协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

架构问题进行了明确解释。报告指出：“中央

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

分工的。”“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

但“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

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

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

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4］这是周恩

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新中国国家政制设计方

案。政治法律委员会是出于政府管理的需要，“在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5］。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76 页。　

［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41-142 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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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强调：“政务院设有四个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一个分院。”［1］其

中，“政法委是个指导机构，又是个议事和执

行机关”［2］。《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

“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

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3］按

此规定，政治法律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指导这

些法律部门的工作。后来，政治法律委员会第

一次委员会议又明确提出：政法委员会的任务

是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

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受主席毛泽

东和总理周恩来的委托，指导与联系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监察委员会。［4］

为理清各部门职责，更好地开展工作，周

恩来要求各部门首先确立基本工作制度。他在

政务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政务院既已成立，

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

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

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5］1949

年 10 月 28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三次政务

会议，会议初步通过《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

织通则》。［6］会议同时限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

根据通则制定各部门组织条例草案。按照这一

要求，政治法律委员会抓紧时间拟定本部门的

组织工作原则——《政法委员会组织条例》。

11 月 4 日，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了

《政法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7］11 月 18 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讨论

了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组织条例草案，决

［1］《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71 页。

［2］《彭真年谱》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69 页。　

［3］《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30 日。　

［4］ 参见《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48 页。　

［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7 页。　

［6］ 该《通则》于 1949 年 12 月 2 日由政务院第九次政

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同月 5 日正式施行。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第 8 页。　

［7］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50 页。　

议将上述条例统交法制委员会，按政务院指示，

再行审核修正，呈中央批准。［8］根据拟订的部

门组织条例和通则，政治法律委员会实行定期

会议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通过定期召开委员

会议，讨论政治法律委员会的近期工作、所属

各部门的工作报告等，并将会议情况向周恩来

报告、请示。［9］之后，周恩来再根据报告的重

要性，有选择地转呈中央和毛泽东。至此，在

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努力下，政治法律委员

会成功实现了职权制度化。

关 于 政 治 法 律 委 员 会 的 领 导 人 选 问 题，

周恩来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早就有所考虑。

1949 年 7 月 11 日，为保证新政协在政策与工作

上的一致性，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

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及常委会，周恩来起草了党

组干事会及常委会名单，具有深厚法学素养的

董必武负责政法方面事务。［10］

政 务 院 成 立 后， 周 恩 来 集 中 精 力 抓 好 政

务 院 机 构 的 组 织 建 设， 亲 自 挑 选 各 级 领 导 人

选， 多 方 协 商 后 呈 报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 批

准。［11］10 月初，他和毛泽东、刘少奇等研究并

草拟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政务院、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

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

责人人选。13 日晚，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讨论初拟的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

所辖各单位负责人名单。18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联席会

议最后确定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12］19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宣布：任命董

必武为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彭真、张奚若、

陈绍禹、彭泽民为副主任，沈钧儒、罗荣桓、

［8］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51 页。　

［9］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72、378-379 页。　

［10］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8 年版，第 111-112 页。　

［11］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3 年版，第 1273 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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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溉之等 47 人为委员。［1］47 名委员中，中共

党员有 17 名，其他均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2］

由于党外人士较多，如何和平共处且在政

治上落实好中共中央的部署就成为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政务

院建立党组。1950 年 1 月 9 日，政务院党组干

事会成立，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陈云为副

书记。周恩来指出：“政务院党组有三层组织，

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

部党组小组”，党组各级组织的任务是“把党

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下去，不仅使每

个党员都了解，还应对党外人士进行说服和教

育，要遇事与人商量，团结别人共同做事。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党组的意见必须一致”。党

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善于反映、分析群众意见，

辨别是非，发扬好的，批评错的，做好工作”。［3］3

月 1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

议，把这些想法升华为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的

指导原则：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

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制度、

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保证有一定的必要的形

式，不可党内党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

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作主；要善于区

别党外人士的不同情况，加以不同的使用；要

加强与政协全国委员会各小组的工作，增强政

府同政协全委会中各方面党外人士的联系。［4］

以上原则的确立，使包括政法部门在内的政务

院各所属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处事标准，权责

更为清晰。

新中国成立前后，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搭建

起比较完备的政府架构，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

题，各部门的人事问题更是颇费思量，周恩来

为此付出巨大心血。形势稳定后，周恩来仍很

关心政法部门的人事安排问题，1952 年 11 月 9

日，他还就此问题约谈彭真、罗瑞卿、安子文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1949 年 10 月—195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 页。　

［2］ 参见《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20 日。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1 页。

［4］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8 页。　

等人。［5］

从政治法律委员会的隶属、基本权责的明

确，到内部的组织架构设置、政法部门领导人

员的遴选和党派关系的区划，周恩来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正是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政治法

律委员会的职权得以明晰，并实现初步制度化。

二、周恩来与政法队伍的革命化和                       

政法工作的规范化

（一）政法队伍的革命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形势严峻，镇压反

革命、清理积案等政法任务极其繁重。然而政

法队伍人手紧缺，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为解决人手不敷的问题，周恩来指出要因地制

宜、区别对待，目前新解放区正准备进行土改、

整理财经，在编制上应多于老区。［6］其次，要

拓宽政法部门的人员来源。1950 年 9 月 1 日，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四十八次政务会议上明确指

出：多吸收工农劳动者和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公

安工作，增加骨干力量，同时建立奖惩制度。［7］

即使如此，政法队伍人手紧缺的困境也只是有

所缓解。截止到 1951 年 7 月，全国还有四分之

一的县未设法院。2200 多个县市中，只有 300

个县市有检察署，80 多个县公安机关无主要负

责人。［8］

政法队伍来源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新中

国的政法工作面临很大压力。对此，周恩来强调：

“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

“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

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9］他主张对旧

警察、旧律师、旧法官进行改造，“旧警察中

的多数是为了混饭吃才干这一行的，受过法西

斯训练的并不多，因此是可以改造，而且应该

［5］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68 页。　

［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4 页。　

［7］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74 页。　

［8］ 参见《关于筹设中央政法干校方案的说明》（1951

年 7 月 20 日），《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1 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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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1］。通过改造学习，帮助他们不断提

高思想觉悟，加入革命队伍。

对于政法干部，自然也需要进行政治教育

和专业培训。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提出：

“政法部门的任务主要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

具体实施，要指导群众的政治斗争，所以必须

不断地结合业务，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政

策教育，这对于改进政法部门工作有重要的意

义。”［2］1951 年 7 月， 经 周 恩 来 审 批 的《 关

于筹设中央政法干校方案》在政务院第九十四

次政务会议上批准通过。［3］随后，经周恩来批

示，政治法律委员会决定在各大学的政法院系，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观点，

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训练；除中央设立

政法干校一所外，各大行政区亦须办一所，训

练县级以上政法部门的负责人。［4］不久，中央

政法干校即在北京成立，在短短数年时间里，

为政法部门培训了近 7000 名县团级政法干部，

轮训了 150 多名省、部级的政法领导干部。［5］

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政法队伍扩充人

员力量，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建立专门机构，

进行系统培训，实现了队伍的革命化，也奠定

了此后我国政法队伍的基本建设模式。

（二）政法工作的规范化

在抓好政法队伍建设的同时，周恩来也十

分重视对政法工作规范化的指导。一方面，他

指导政治法律委员会及其他政法部门进行法律

法规的制定，为政法工作提供明晰标准和约束，

另一方面针对政法部门的具体工作作出明确指

示，指明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

惩治反革命和清理积案是稳固新政权的必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74 页。　

［2］  《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14 页。　

［3］ 1951 年 7 月 11 日，董必武函请周恩来审批关于

筹设中央政法干校方案，说明该方案已经政法委员会第

十二次委务会议通过。7 月 20 日，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90 页。　

［4］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413 页。　

［5］ 参见孙政华：《60 年前的中央政法干校》，《法

治周末》2012 年 6 月 6 日。　

要举措，是各政法部门的主要工作任务。新中

国成立初期，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些地方在

积极开展政法工作的同时，急功近利，不免存

在扩大化的现象。为规范各地政法工作，中共

中央指示政治法律委员会拟定相关政策。1950

年 6 月 8 日，周恩来审核了政治法律委员会草

拟的《关于正确执行惩治反革命政策与清理积

案指示稿》。［6］6 月 30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

第三十九次政务会议，听取了董必武关于《政

务院关于正确执行惩治反革命政策与清理积案

的指示（草案）》的说明。［7］7 月 23 日，周恩

来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名签署《政务

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强调：“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

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

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

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

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8］1951 年 8 月 17 日，

由司法部起草，董必武和彭真修改，又广泛征

求意见后修订定稿的《关于清理积案的指示（草

案）》，经周恩来最终核定。［9］8 月 27 日，周

恩来和沈钧儒联名签发《政务院、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清理反革命罪犯积案的指示》，强调“在

清理工作中，必须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必须

严防草率从事；必须把系统的侦察审讯、号召

罪犯坦白和向群众调查等各方面所得的材料加

以综合研究，然后定刑；严禁不重证据轻信口供、

刑讯逼供的错误作风。在处理案犯时，必须勿

枉勿纵。为鼓励犯人悔过自新，除民愤极大者

应处极刑外，凡犯人自动坦白其罪行并证明属

实或有立功表现者，应酌情从宽处理”［10］。这

些法律文件的颁布实施，保证了依法镇压反革

命和清理积案的有序运行。

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主要由公安部门和司法

部门承担。1949 年 10 月 30 日，周恩来接见参

加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时，谈

［6］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70 页。　

［7］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52 页。　

［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58 页。　

［9］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92 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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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

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

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

天天要用的。”［1］他一语阐明了公安工作的重

要性，也指明了公安工作的重点。面对紧迫形

势和艰巨任务，一些公安部门在具体工作中存

在粗糙不细致、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对此，周

恩来明确批示：“必须认清：新区暴乱，有为

敌特组织或利用的，有落后群众在地方匪霸诱

骗之下参加的，也有的是落后群众自发的。我

们决定政策必须区别不同情况，对反革命的敌

特匪霸头头必须坚决镇压，对被胁迫或被诱骗

的落后群众要进行教育。”［2］他强调，公安工

作是为新政权服务的，和旧的公安工作有本质

不同，“因此对公安工作必须加以整顿，彻底

清除旧的作风和传统”［3］。周恩来的这些指示，

对改进公安工作作风起到了一定作用。

周恩来强调：“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的重

要支柱之一。”［4］1950 年 5 月 5 日，他在政务

院第三十一次政务会议上高屋建瓴地指出：“当

前，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

人民；其次是惩罚犯罪，保护善良；再次是处

理人民间的纠纷。挑选司法干部宁缺勿滥。司

法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思想武器，

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司法制度要建立，乱押现

象要制止。处理案件时，要联系群众，调查和

研究案情，并要进行巡回审判，以便利人民。

人民政府对待犯人的政策是：劳动改造为主，

辅之以政治改造。”［5］8 月 25 日，周恩来在政

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司法

部门要有政策观念，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是不对

的，必须纠正；对犯罪者，只强调教育改造，

也不对，也必须纠正。镇压与宽大、惩罚与教

育必须结合起来做，才能达到瓦解敌人、改造

罪犯的目的。［6］周恩来的这些主张，后被纳入

［1］   《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2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4 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36 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8 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8 页。　

［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8 页。　

11 月 3 日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

作的指示》［7］，为各地司法工作提供了明确的

规范和引导。

在周恩来和政治法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政法队伍初步实现了革命化，

政 法 工 作 也 逐 步 走 上 规 范 化 的 道 路。1951 年

10 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

指出：“一年来由于全国范围内采取了镇压反

革命的坚决措施，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被肃清，

全国的社会秩序，表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安

定。”［8］

三、对周恩来做好政法工作的几点思考

1949-1954 年间，全国的政法工作形势紧张，

人才紧缺，业务基础差，政治法律委员会直接

承担了大量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工作。当时政

治法律委员会及所属各政法部门的诸多工作事

项，大到全国性政法专业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法规的制订，小到公安警察与司法警察服装、《中

央政法公报》的编辑发行等，都会呈送政务院

总理周恩来审核。［9］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政法工作，处处蕴含着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

第一，坚持党管政法。周恩来多次强调坚

持党的统一领导的基本原则，“党的统一领导

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10］。 为加强

党的领导，1952 年 8 月 9 日，周恩来以政务院

党组干事会书记的名义要求各部门必须严格执

行定期报告制度。［11］1953 年 2 月 19 日，周恩

来主持起草《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

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关于政府工

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

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

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

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对执行

情况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也要“定期地和及

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

［7］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91 页。　

［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89 页。　

［9］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56、372、383 页。　

［1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18 页。　

［11］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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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的领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要领导

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1］政

治法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作为中央人民政

府的组成部门，无论是部门负责人的确定，还

是法制原则的确立，都须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

坚持党管政法工作。

第 二， 坚 持 人 民 政 法。 周 恩 来 指 出，

“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我们就不能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施

仁政”［2］，“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

府”［3］。 为 此， 他 再 三 强 调， 公 安、 司 法、

民政等政法部门“都担负着保护人民、反对和

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只是在分工上各有重心而

已”［4］。“为着保卫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镇

压反革命活动，巩固新社会秩序及保护人民合

法权益，人民的司法工作如同人民军队和人民

警察一样，是人民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5］

政法部门既是人民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保障

人民利益的坚实屏障。因此，要始终坚持以保

护人民作为政法工作的依归。“进行土地改革、

清匪反霸、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是彻底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只有进行了这些

工作，人民民主专政才会真正巩固起来。”［6］

第三，重视政法人才培养。周恩来明确指

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

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7］

人事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加紧进行培养、提高、

改造和训练干部的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学习。学习是提高和改造干部的中心环

节”［8］。为增强司法力量，周恩来要求各地政

府“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坚强干部作为骨干，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85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67 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56 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5 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1 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80 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75 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36 页。　

并须教育他们重视司法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政

策水平。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更应注意人

民法庭干部的配备”［9］。1951 年，政务院将“大

批训练政法干部”作为政法工作的中心任务之

一，以命令形式公布，明确要求“各大行政区

和省并应着手计划大批训练和培养县、市和县、

市以下的政法工作干部”［10］。

第四，重视政法制度建设。政法工作能否

取得实效，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周恩来对此非

常 重 视。1950 年 10 月 13 日， 政 务 院、 最 高

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人民司法机关迅速清

理积案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政法部门“为

了顺利地完成清理积案工作并防止积案现象的

继续发生，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应即建立严格的

捕押制度，严肃法治观念”，联系当地社会条

件与工作情况，“试行由机关团体推选代表参

加陪审的制度和在机关团体内部试行同志审判

会进行调解公断工作，以及实行巡回审判、就

地审判，开展区村调解与司法宣教等工作，以

求 巩 固 和 扩 大 清 案 工 作 的 效 果， 并 由 此 建 立

与健全人民司法制度和改进今后人民司法工

作”。［11］11 月 3 日，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

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要求各级

人民政府必须切实地采取必要办法，“使人民

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逐步地建立和

健全起来”［12］。在他的指导下，政治法律委员

会也始终将建立和健全政法制度作为主要工作

任务之一。［13］

第五，坚持联系实际立法。周恩来始终强

［9］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443 页。

［1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8-399 页。　

［1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403 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91 页。

［13］ 1951 年 5 月 11 日，《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

任务》的报告中，彭真认为政法部门当前的主要工作任

务有“根据必要与可能的条件，继续制订与审查一些带

基本性的条例和法规”；1953 年 9 月 16 日，彭真在《关

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中继续将“健全人民民主的法

制”“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今后政法工作的

主要任务。参见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

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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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政法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1954 年，鉴于已

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经济性质即将发生变化，周恩来指出：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就随着改变，我们

的人民民主法制，也就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

发展而变化发展。我们的法制是逐步建立起来

的、不断改进的、革命的人民民主法制。企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或者在今天一下

子完全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

义和封建主义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它们可以妥协。所以，资产阶级的法制，在资

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有了。”［1］我们只能在人民

民主革命胜利后才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

法制。对于法律条例，周恩来提出，“不要等

它完全成熟了再去颁布施行，基本成熟了即可

拿到实际中试验，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由新民主主义向社

会主义过渡，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政治制

度得以奠定和形塑。就政法领域而言，在政治

经验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形成的党管政法、

人民政法的传统，在此时期初步确立并延续至

今。政法建设的伟大成就少不了周恩来等老一

辈政治家的擘画之功。但值得注意的是，除非

涉及基本原则和重大问题，周恩来并不随意插

手和发表意见，而是坚持专业人才负责，尊重

专业意见。1950 年 9 月，周恩来将其起草的《为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45-346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15 页。　

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稿送至

董必武处，请他查看“政法部分是否有错误”，

虚心请教并采纳了董必武的建议。［3］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

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

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4］在这些奠基性贡

献中，新中国政法工作的有序开展就离不开周

恩来的领导、擘画之功。70 年来，“坚持党的

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已成为中国

共产党政法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制度的重要内容。［5］周恩来等老一辈

革命家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作者张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

副教授；徐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硕士生，江苏南京 210044 ﹞

（责任编辑：王梦昕）

［3］ 参见《董必武年谱》，第 382 页。　

［4］《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 日。　

［5］ 2019 年 1 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第六条明确规定：政法工作应当遵循“坚持党的绝对领

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十项原则。参见《人

民日报》2019 年 1 月 19 日。　


